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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nary paradigm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planning vs. market,” encounters profound explanatory dilemmas when 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systemic rise of late-developing large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upling Economic 
Theory” (CET) to transcend this traditional opposition.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CET is that the long-term “adaptive efficiency” 
of modern economies does not depend on the purity of any singl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ut is endogenously embedded in 
the dynamic complementary coupling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marke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terface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three pillars: 1) The coupling 
of du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elucidating the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nd the interactive 
model achiev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terfaces”; 2) The “dual-channel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revealing the dynamic cycle 
between long-term capacity building guided by strategy and short-term efficiency optimization driven by the market; 3) Dynamic 
adaptive governance, proposing a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centered on “meta-governance capacity” that ensures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resilience in coupled systems. CET not only provides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miracle of East Asia, 
economic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ransitions, and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era, but also marks a significant shift in the focus 
of economic research from static equilibrium analysis to the paradigm of complex system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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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流经济学“计划 vs. 市场”的二元范式，在解释中国等后发大型经济体的系统性崛起时，遭遇了深刻的解释困境。本文
提出“耦合经济理论”（Coupling Economic Theory, CET），以超越这一传统对立。CET的核心命题是：现代经济体的长期
“适应性效率”，不取决于任何单一协调机制的纯粹性，而内生于“战略协调机制”与“市场协调机制”通过制度化界面
实现的动态互补性耦合之中。本文系统构建了由三大支柱构成的分析框架：1）双重协调机制的耦合，阐明了国家与市场在
功能上的互补性及通过“制度性界面”实现的互动模式；2）资源配置的“双通道模型”，揭示了战略引导下的长期能力构
建与市场驱动下的短期效率优化之间的动态循环；3）动态适应性治理，提出了以“元治理能力”为核心的、能够保障耦合
系统持续学习与韧性的治理架构。CET不仅为解释东亚发展奇迹、转型经济分化和数字时代治理挑战提供了统一框架，更
标志着经济学研究重心从静态均衡分析向复杂系统协调范式的重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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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世纪经济学的核心叙事，被锁定在“计划”与

“市场”两种理想类型的制度竞争与意识形态对立之中【注 

释 1】。这一二元范式深刻塑造了学术认知与政策实践，其

当代化身——以新古典综合为内核的“市场中心论”——将

市场视为唯一具有系统正当性的协调机制，而将国家角色缩

减为外生的“市场失灵修补者”与公共品提供者。这种简化

论视角源于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一理想类型的迷恋，

它假设存在一个能够完美处理所有分散信息的、无摩擦的拍

卖机制【注释 2】。在此范式中，任何超出产权界定、反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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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和提供纯公共品范围的国家干预，都被视为对市场“自然

秩序”的扭曲，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然而，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发展实践，对上述范式构成

了严峻的“理论反常”【注释 3】。遵循“华盛顿共识”蓝

图、追求快速私有化与自由化的经济体（如 1990 年代的俄

罗斯），普遍陷入长期衰退与制度真空；而中国——一个在

保持强大国家战略引导能力的同时，深度培育并融入市场机

制的经济体——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

持续增长与结构升级。这一鲜明的实践分野暴露了主流理论

的“解释力阈值”：它无法在自身框架内，内洽地解释 “一

个强大的战略性国家何以能与充满活力的市场部门协同共

生并驱动发展” 这一核心经验事实。当面对数字平台垄断、

气候变化应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新型复杂协调难题时，

传统“市场 vs. 政府”的二元药方更显捉襟见肘。

这一困境呼吁范式的创新。经济学亟需一个能够将“国

家”与“市场”同时内生化、并聚焦于二者互动结构的全新

分析框架。本文旨在提出并初步系统化 “耦合经济理论”。

我们认为，经济系统的核心问题不是“要国家还是要市场”，

而是 “国家与市场如何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实现有效协同，

以驾驭复杂性、提升适应性效率” 。CET 试图提供一套概

念工具与逻辑体系，用以分析这种协同——我们称之为 “耦

合” ——的微观基础、动态过程与宏观绩效。本文的边际

贡献在于：第一，在概念层面，提出了“制度性耦合界面”

与“元治理能力”等关键构件，为分析国家 - 市场互动提供

了更精细的微观基础；第二，在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将战

略协调内生化的复杂系统动态框架，超越了将国家视为外生

冲击的传统建模方式；第三，在解释层面，为后发国家成功

赶超、激进转型困境以及数字时代治理等经验谜题，提供了

一个统一且具有穿透力的分析范式。

2 理论内核：CET 的三大支柱

CET 立基于一个根本的认识论转换：将国民经济视为

一个 “复杂自适应系统”。该系统由异质性的主体构成，

通过非线性互动、网络化连接与持续的反馈学习而演进。在

此视角下，无论是纯粹的市场协调还是集中的计划协调，都

无法单独处理系统固有的根本不确定性、分散知识与长周期

协调挑战。基于此，我们构建 CET 的三大支柱。

2.1 支柱一：双重协调机制的互补性耦合
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两套在功能上互补、在操

作上需相互嵌入的核心协调逻辑：

市场协调机制：在竞争性私人物品领域，依靠价格信号、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实现分散知识的利用、微观激励的提供

与资源的静态配置效率。它是系统进行 “探索”和“试错” 

的核心引擎，擅长处理边际改进和已知需求的高效满足。

战略协调机制：在涉及国家长期竞争力、基础科学研究、

重大网络基础设施、生态安全与社会公平等具有强正外部

性、长周期与高不确定性的领域，通过国家战略、产业政策、

发展规划等进行方向设定、风险共担与前瞻性投资。它为系

统提供 “愿景”与“稳定锚”，并承担市场无法自发解决的、

涉及集体行动和系统变革的协调功能【注释 4】。

两种机制的关系绝非平行或替代，而是需要通过精心

设计的 “制度性耦合界面” 实现深度互动与能量交换。这

些界面是连接两种逻辑的“转换器”与“反应炉”，其设计

目标是 “激励相容”，即在实现战略意图的同时，最大程

度地利用和尊重市场规律。其典型形态远超出传统的税收与

补贴，包括：

政策性金融与耐心资本工具：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绿色发展基金，它们以市场化方式运作，但投资决

策受国家战略优先级引导，旨在填补私人资本因高风险和长

周期而不愿进入的领域。

新型研发组织与创新联合体：构建“产学研用”深度

融合的实体或网络平台，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国家提供

初始资金并协调利益，但研发路线和具体技术方案由参与的

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市场和技术约束下共同决定。

智能基础设施与数据治理框架：国家投资建设 5G、算

力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并制定数据分类分级、

跨境流动、隐私计算等规则，为数字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奠定

“通用技术”基础和制度底座，而非直接经营具体业务。

耦合的目标是产生 “协同涌现” 效应：既利用市场的

活力、信息与创新激励，又凭借战略协调克服市场的短视、

波动与系统性投资不足，从而在更高维度上提升经济系统的

整体竞争力与韧性。

2.2 支柱二：资源配置的“双通道”模型
经济资源的动员与配置，并非通过单一逻辑，而是通

过两个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连通的通道进行，形成持续的动态

循环：

效率通道：由市场机制主导。资源在价格信号与当期

利润驱动下，于已知的技术与产品空间内快速流动，追求静

态优化与渐进式创新。这是经济系统的 “血液循环系统”，

负责日常的新陈代谢与能量输送，确保经济的活跃度与响应

速度。

战略通道：由战略协调机制引导。资源根据国家发展

的长远愿景与安全需求，被引导至具有战略重要性但市场短

期投资不足的领域，进行旨在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 “能力

构建” 与突破性创新孵化。这包括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

高级人力资本、战略性物资储备以及生态修复的长期投资。

这是经济系统的 “神经与骨骼系统”，决定长期的结构、

形态与抗击打能力。

两个通道之间并非隔绝，而是存在强大的“孵化 - 溢出 -

反馈”增强回路。战略通道孵化的新技术、新产业生态成熟

后，会大规模“溢出”至效率通道，引发市场生态的繁荣与

迭代（例如，国家早期支持的光伏、新能源车产业，最终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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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全球领先的巨大市场）。与此同时，效率通道中涌现的

成功商业模式、暴露的技术瓶颈与真实的市场需求信息，又

“反馈”至战略层，用以修正战略方向、校准政策工具（例如，

数字经济应用的蓬勃发展，反向推动了“东数西算”等国家

算力布局战略）。这一模型清晰地揭示了后发国家如何能够

通过主动的耦合设计，避免陷入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低端

锁定”，实现产业结构的阶梯式跃迁。

2.3 支柱三：动态适应性治理结构
为确保耦合关系不是僵化的捆绑，而是持续有效并动

态优化的，经济系统需要发展出一套高阶的治理能力，我们

称之为 “动态适应性治理”。其核心是 “元治理能力”，

即设计、调整并管理整个经济治理体系基本规则的能力，这

超越了直接干预具体经济活动【注释 5】。

元治理与分层决策：国家的核心角色是设定耦合的基

本“游戏规则”（如竞争政策、创新法规、金融监管框架）

与长期战略方向，而非替代市场决策。在统一的战略方向下，

必须赋予地方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充分的 “适应性执行” 

空间。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地方竞争”与“政策试验区”模

式，便是这种分层决策的体现，它在中央的战略目标与地方

的局部知识、创新活力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连接，形成了“战

略统一性”与“战术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注释 6】。

试错学习与制度化反馈：复杂系统无法预先设计完美

方案。因此，需要通过 “政策试点”、 “改革试验区” 等

机制进行小规模社会实验。关键不在于试点必然成功，而在

于建立一个 “制度化学习循环”：将试点中积累的经验（无

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通过系统化的评估、总结和合法化渠道

（如政策文件修订、立法、经验推广会），快速扩散到更广

范围。这使得整个经济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持续从实践中学

习、并迭代自身规则的“学习型组织”。

阈值管理与系统韧性：承认市场波动和创造性破坏是

活力的来源，但也必须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崩溃。动态

适应性治理要求为关键宏观经济、金融、社会及生态变量设

定 “安全阈值”。通过建立实时监测与预警体系，当市场

活动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阈值时（如房地产泡沫、金融机构

连锁违约、关键产业链断裂风险），战略协调机制被依规则

激活，进行逆周期调节或结构性干预。这种干预不是随意和

频繁的，而是以防范系统性危机、维护公共利益为明确目标

的“底线管理”，旨在为市场机制的长期有效运行提供稳定

的宏观环境和社会基础。

3 理论的解释力：连接理论与经验

CET 为理解二战后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关键现象提供了

有力的分析透镜。

第一，重释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逻辑。日本、

韩国等经济体的崛起，并非国家替代市场，而是国家通过选

择性产业政策、对教育和研发的大规模投资（激活“战略通

道”），塑造了初始的动态比较优势（如钢铁、造船、半导体）。

随后，在产业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时，政府有意识地引入国

际竞争、推动企业私有化（将主导权交还给“效率通道”），

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整耦合方式与强度。这是一个经典

的、目标明确的耦合演进过程，其成功关键在于国家机构具

备了高度的“嵌入自主性”，既能与社会经济保持联系获取

信息，又能保持制定战略的独立性【注释 7】。

第二，诊断激进转型的“协调真空”困境。苏联解体

后部分转型经济体的长期衰退，根源不在于“市场化不彻

底”，而在于在摧毁旧有计划协调能力的同时，未能建立起

有效的市场协调制度，也彻底放弃了任何形式的战略性经济

协调。这导致了 “协调能力”的塌陷，经济系统丧失了资

源组织与发展的基本导航功能，陷入制度真空下的掠夺与混

乱。CET 强调，成功的转型必须是协调能力的 “有序转换

与重构” ，即在市场制度发育的同时，保留或重建一部分

用于维护稳定、投资公共资本和引导转型的战略协调功能，

直至新的市场协调机制能够完全承担其职能。

第三，为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中

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可被解读为一个 “战略 - 市场”耦合

界面不断拓展、耦合模式持续深化 的系统性实验。从早期

的价格双轨制（计划内与计划外市场并存）、乡镇企业（集

体所有权与市场运营结合），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到新时代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创新驱动

与高质量发展的追求，无一不是在探索国家战略引领与市场

活力释放之间的有效耦合路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 “元

治理能力” ——执政党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长期战略定力，

以及通过试点、学习、调整来改革自身和经济社会制度的强

大适应能力，这使得耦合过程保持了总体稳定和演进性。

第四，前瞻数字时代的治理范式。面对数据要素的非

竞争性、平台经济的强网络效应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的巨量资

源需求与伦理风险，纯粹的市场模式可能导致赢家通吃和数

据垄断，纯粹的国家控制则可能扼杀创新。CET 启示我们，

需要通过设计新型的 “数字耦合界面” ，例如：数据信托（在

数据主体与使用者之间建立可信的中介治理架构）、算法治

理联盟（由平台企业、技术专家、法律学者和公众代表共同

制定算法审计与伦理标准）、以及 公共算力平台（国家投

资建设开放的基础算力设施，供中小企业和研究机构低成本

使用），从而在激励创新与维护安全、公平、隐私之间建立

新的平衡。

4 结论与展望：作为一种新研究纲领

耦合经济理论（CET）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学思想的

一个重要转向：从争论“应该更多国家还是更多市场”的规

范性选择，转向科学地研究 “国家与市场在实践中如何通

过多样化的制度安排进行有效协同，以管理复杂性、驾驭不

确定性并提升系统的长期适应性效率” 。它是对道格拉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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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所呼吁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一种回应，将关注点

从静态的制度形式转移到动态的协调过程与能力建设上 

【注释 8】。

CET 的潜在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 “系统语言”：

它将那些被主流范式视为“异常”或“扭曲”的现象（如

积极的产业政策、强大的公共投资），重新概念化为一个更

具一般性的复杂协调系统中的内生组成部分，并探究其在一

定条件下产生积极绩效的结构性逻辑。这为理解所有面临赶

超、转型或技术革命挑战的经济体的运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

户，也为我们评价经济体制的优劣提供了超越意识形态的新

标准——不是看其接近于某种“纯粹”理想型的程度，而是

看其耦合不同协调机制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实际效能。

5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多个方向深化 CET：

微观实证：深入剖析各类“耦合界面”的具体治理机制、

成功条件与潜在风险。例如，对不同类型的政府产业基金进

行案例比较研究，分析其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投资绩效与战略

目标达成。

中观建模与测量：构建产业、区域层面的耦合动力学

模型，并开发测度“耦合度”、“元治理能力”的量化指标，

以进行跨国、跨地区的实证检验。

宏观整合：尝试将战略协调模块（如将国家研发支出、

产业政策冲击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主流宏观动态模型，或开

发基于主体的耦合经济模拟，以更严谨地分析耦合机制对宏

观经济波动、长期增长路径的影响。

比较与对话：将 CET 应用于更多国别的比较研究（如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北欧福利国家模式），并与演化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及复杂系统科学进行更深入的跨学

科对话，汲取养分，完善自身。

总之，耦合经济理论致力于为理解我们时代的核心经

济现象提供一个更综合、更贴近现实、更具建设性的分析框

架。它根植于实践，面向复杂性，旨在推动经济学成为一门

能更好地诊断和促进经济系统健康演化与共同繁荣的科学。

本文仅是一个起点，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加入这一探索，共同

推动经济学范式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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